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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新发现的董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数本译著及其编辑的两本刊物，分析了后革命时

代革命党人的政治心理调适过程。分析认为，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理论上进入训政时期，

国民党人如何因应这一重大转变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时为国民党基层普通党务人员的董

霖，其思想经历了重大的自我调适；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革命精神的衰退迫使像他这样曾经对革命

事业抱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陷于革命之后的困境：他出于国家富强的固有目标对国民党的领袖

尽力维护，对革命之后国民党内部出现的精神涣散和政治腐败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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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８年底，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实现了打

倒北洋军阀的革命目标。为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

统一中国，按照孙中山的理论，应告别军政，转入训

政，但是随之而来出现了国民政府治下新军阀之间

的政治争夺，内政呈现一片乱象。外侮则主要是日

本的侵略变本加厉，而国民政府并没有令公众满意

的对策。王造时甚至认为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还不如

袁世凯时期，他说：“回忆欧战发生的时候，中国的

统一还名副其实。袁世凯的政治还像个样子。而结

果犹不免于屈辱误国。现在的情形，比那时不知危

急几千万倍，同时政治的腐败黑暗，分崩离析，也不

知增加几千万倍。以这样的局面，去应付空前的绝

大危机，其无幸也必矣。”［１］时人对中国外交软弱、内

政荒疏的形象十分厌倦。这种内外交困的现象，尤

其是民生凋敝，使某些学者对空谈民权亦感厌倦，杨

公达即谓“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于民族民权民

生，舍其两端，而取其中，焉知民不聊生，民权何贵？

民族不存，权于何有？是故如今举国一致所企望者，

为如何复兴民族意识，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其他皆非

所愿闻，亦无暇愿闻。”［２］对于执政不久的国民党而

言，其政治治理面临重大挑战。此种困境反映在国

民党内表现为普遍的党内焦虑和普通党员方向感模

糊的困惑。本文即以一年轻的国民党党员董霖为分

析对象，查考处于此种革命过渡时代的国民党人的

心境及其思虑。

一、董霖思想的人生与

政治际遇背景

　　董霖，字为公，江苏海门人，１９０７年（清光绪三

十三年）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获学士学位。

后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公法学博士学位［３］。１９３３

年，他在民选基础上当选为北平市参议会议长。不

无遗憾的是，国内对其尚无专门的研究，即使在海

外，董霖也只是以现代中国著名国际法专家的名义

得到推崇，尤其是关于他在１９５０年以后在海外治国



际法方面的成就。其中重要的研究，当推凯卜仑、齐

诺维斯（ＭａｔｈｉｌｄｅＧｅｎｏｖｅｓｅ）所撰写的《董霖教授对

于世事的批判》。研究者对达到董霖政治生涯顶峰

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政治思想及其作为鲜有发掘，

一方面可能由于董霖是国民党党员，长期服务于国

民党政府机构，１９４９年后又离开大陆，这种隔阂的

状况使大陆学界对其关注甚少；另一方面，对董霖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政治思想研究力度薄弱的最重要

原因还在于资料上的缺乏（既有研究多关注董霖学

术成就，乃因董霖相关著述在海外容易得到）。尽

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董霖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英文

著作，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４］，

其中比较清晰地谈到了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政治活

动的基本线索，但是这些回忆录性质的资料只有简

略的叙述，仍然比较单薄，不足以构成探讨董霖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资料基础。尽管

现有的研究绝大多数关注其学术成就，但也暗示其

在政治上的贡献，顾维钧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２日致董

霖函称“阁下年未二十，即已参加革命，早岁宣力党

政，既而襄赞外交，建树良多”［５］。曹文彦编著《中

外学者评价董霖中国与国际问题论著》已经有所涉

及，但受限于资料，仍然是浅尝辄止。笔者最近得以

查阅到董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译著６种，并且首

次使用董霖在北平编辑的两种刊物《现代月刊》与

《求实月刊》，这些著作及刊物无疑是研究董霖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

即以此基础，尝试通过对董霖此阶段的基本政治思

想及其政治实践的分析，观察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党

员在政治模式转变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何对自身

的角色进行调适的过程。

董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政治活动诚可谓“扬

名之早，建树之速，罕有前例”［６］。１９２６年董霖“经

同学陈海波、杨幼炯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

从此与中央及地方党政发生关系，共二十余年，直至

１９５０年初，方能摆脱一切，专心在美从事研究及讲

学生涯”，其革命生涯当在复旦学习期间开始，董霖

自述“我于最后一学期，因为卷入革命浪潮，整日奔

走于党务、学运以及学校行政”［６］。董霖在国民党内

属于陈立夫的 ＣＣ系，他的政治生涯的起点和发展

都得到陈立夫的提携，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在地方

上代表中央的 ＣＣ系扩充影响，执行中央政府的意

志。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党务，

这点从表１不难看出。

这种长期从事实际党务工作的历练使董霖在分

析中国当时面对的具体问题时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

精神，并渗透其思考问题的各个方面。如谈到１９３４

年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时，他认为“所谓新生

活者，并不在乎空谈理论，而贵乎身体力行”［７］。在

编辑《求实月刊》时，编者即表明“本刊的使命是：第

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寻求世界问题的因果及其解

决的方法；第二，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革命失败的原

因，并在可能范围内指明今后革命的途径；第三，以

忠实的态度研究各种思潮与主义及指正青年思想

上的迷途”［８］。这种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取向同样

表１ 董霖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政治活动

任职时间 主要政治活动

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８年
在杨幼炯等介绍下加入国民党，此后在复旦大学从事革命工作，这一时期结识陈立夫、邵力子、张静

江、吴稚晖、李石曾等要人。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９２９年夏
１９２８年下半年在西安中山大学任教，后在西安主持国民党党务宣传工作，期间著《帝国主义与中华

民族》、《什么是三民主义》两书，后因蒋、冯关系僵化离开西安。

１９２９年夏～１９３０年春
离开西安经北平赴南京，１９２９年底应邀赴开封任党务及在大学教授党义。党务主要训练党员民众行

使四权，党义课“听者藐藐”，后因韩复榘压迫返南京中央组织部赞襄编审。

１９３０年暮春～

１９３５年

１９３０年暮春１１月
受陈果夫、余井塘命赴北平市党部任职；中原大战期间因特别市党部封闭短暂返南京后受特派秘密

回北平；战后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受派北平特别市党部五委员之一，复被推荐为宣传部长兼书记长。

１９３１年５月 当选北平市国民会议代表参加国民会议。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 代表北平市党部出席国民党四大，１９３１年底因对时局“灰心”辞党务职未获批准。

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９３４年 任职北平市参议会议长，从事北平地方自治。

１９３５年６月 根据“中日何梅协定”，国民党党部退出北平，回南京从事中政会议秘书事务。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 出席国民党五大，１９３６年出国学习，此后虽偶尔担任外交职务，仍属清闲职务，未能从事实际政治。

　注：根据董霖《六十载从政教学》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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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编辑的《现代月刊》内

容上可见一斑。

表２所列的文章中，有关当时中国面对的实际

问题的文章占据绝大多数。所谓实际问题，标准难

以统一，以表２而言，社会问题、各国经济社会状况

以及现代设施批评等分类都可以算“实际问题”。

《现代月刊》讨论实际问题的４０篇，占文章总数的

５６％强；国际政治研究由于大部分涉及中日关系，自

然是实际问题，关于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文章居多，

分别为３篇以及１３篇，二者合计１６篇之多，约占国

际政治研究总篇数的８９％，几乎全部讨论实际问题

了。只有社科知识偏重学理知识，占１８％，为数也

不少。由此可见，这个时期董霖以关注民生、社会改

造等实际问题以及中日关系为主，这使得他大大区

别于当时谈论同样问题的诸多社会学者。作为从事

国民党基层组织工作的革命青年，董霖这种注重从

实际出发探讨解决问题之道的思路，也突出体现在

他对国内外时局、党务问题的批评以及提出的解决

措施上，以下即展开论述。

二、在两难中对党务之批评与回护

　　董霖参加国民党从事革命和党务的２０世纪二

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并不乐观，国内各

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军事行动此起彼伏，中国国内

经济状况，尤其是农村经济已经衰颓不堪，国际环境

也十分恶劣，日本于１９２８年制造了济南惨案，此后

情势每况愈下，两国军事冲突不断。１９２９年世界性

的经济危机爆发，随即中苏在东北交恶。１９３３年，

董霖不无焦虑地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中

山先生从事三民主义革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而民

国成立，亦已二十二年。在这个时期中，成功之点，

固然很多，但是革命的目的并未达到，较之苏俄革命

的成绩，真是瞠乎其后；就是比较右倾的意大利之法

表２ 《现代月刊》全部文章分类统计

类别
国际政

治研究

实际社

会问题

社科知

识介绍

各国经

社状况

现代设

施批评
合计

文章数目／篇 １８ ２４ １３ １２ ４ ７１

　注：本表分类根据董霖在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５日《现代月刊》上“欢迎

稿件”启事中所征稿件主要类别略加调整而制作。《现代月刊》上的

类别为：现代国际政治之研究、实际社会问题之探讨、现代社会科学

之介绍、各国经济状况社会状况之记载、现代设施之批评、文艺作品

或随笔及漫画照片等。后两类本表不作统计。《现代月刊》的时间

跨度为１９３１年７月７日至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西斯蒂的成功，亦望尘莫及。破坏多于建设，经济濒

于破产，最近东北四省，又被强邻侵占，唇亡齿寒，华

北亦岌岌可危”［８］。造成这种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

是什么呢？董霖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

国革命失败之源。一方面，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爆发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国际政治之一切现象都是

世界经济危机之必然的产物，都是资本主义列强企

图脱离经济危机之失败的证明”［９］。他认为这是资

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所致。列强在远东纵横捭

阖，具体到中国，则是日本对华掠夺的逐步升级。从

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无不是这种国际形势的

反映。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当时中国发生的经济危

机，“则是因为国内外各种统治阶级对于一般劳苦

人民的掠夺，使着农村枯竭，市场缩小，以及一般经

济产业日濒于最后倒闭的途中。外国之经济危机的

出发点是在于工业生产之过度的提高，超过了市场

所可能容纳的程度，中国经济危机的出发点则在于

农村经济之极顶的破产，已经完全斩断了中国一般

人民之购买能力”［１０］。董霖尤其抨击国内军阀为了

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大义称兵割据阻碍了国家的进

步。他认为“自国民党奠都南京以后，先后如桂、

阎、冯、唐，以及其它各次的叛乱，一直到近日察哈

尔、方吉，两粤之各次的事变中，都表现着国民党始

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治集体。无量数的

封建军阀官僚反动派系都潜伏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

以进行一切割据叛乱的活动”。声称“这些专以追

求私人派系的军阀官僚分子，都是过去封建社会的

余孽”［１１］。并断言由于军阀混入革命队伍导致训政

工作无法完成，因而“国民党最大的错误即不能重

用优秀的党员，反而优容军阀官僚”［６］。董霖分析国

内外局势问题的角度和模式，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社

会主义思潮以及国民党内部左派人物关于经济和社

会问题的观点相近。而这种观点的形成也和整个时

代对经济民主思考的大方向一致［７］。

董霖从自身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和感受出

发，对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尖

锐地指出，北伐后期，国民政府出于国内外实际政治

形势对地方实力派采取妥协措施，很多地方军阀实

际掌控地方政权。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国民党中央

政府不敢与一切对立的政敌作澈底的斗争，中央政

府自很久以前对于全国政治生活都是采取着维持虚

伪统一的政策。在虚伪统一之下，则国内各政治派

系得以公开存在，公开发展”。而“这些专以追求私

人派系的军阀官僚分子，都是过去封建社会的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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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国民党的掩护之下，潜伏于国民党的组织之

中，甚至列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以至国民政府委员之

中，最先欲夺取国民党中央政权之领导，在不能达到

目的的时候，便一变而为国民党政权之最大破坏

者”［１１］。若干年后，董霖在其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

为“不幸当时各省掌握实权者有的仍带军阀气质，

因见革命行将成功，随风转舵而入党。中央实行羁

縻政策，委以党政重权，此类投机分子根本不明党

义，惟恐人民有权，本身的地位难保，经常与党部摩

擦，训政工作无法完成。国民党最大的错误即不能

重用优秀的党员，反而优容军阀官僚”［６］。董霖更进

一步指出，即使在貌似统一的中央政府内部，也存在

着巨头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权

威。尤其是蒋介石、胡汉民和汪精卫３人之间的矛

盾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此起彼伏，使得董霖这样从

事地方工作的党务人员感到失望和压抑。在最初参

与国民革命时，他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富有献身精

神。但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们越来越能从其文

章和此后的回忆录中感受到失望情绪和压抑感。当

董霖还在西安从事党务时，就感觉到党内的情形极

不乐观：“各方负责领袖的彼此倾轧，演成党内重大

分歧……一般民众对于连年党内文武领袖不能彼此

容忍，为国效力，深感不满，我个人亦大为失望。”作

为对党内教条宣传的一种抗议，董霖在１９３１年１１

月的国民党四大上曾提案不必将三民主义等课程列

为必修课，使学生自己和其他学科比较自身判断，尽

管提案获得通过，但“嗣以国内战乱频仍，建国未

成，而外患益深，青年对党大失所望，党义一课听者

藐藐，收效极微”［６］。

在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和工作方面，董霖是积极

的实行者。在西安、开封时期，由于地方实力派的掣

肘以及服从于中央与地方派系斗争的需要，董霖多

在宣传方面做工作。１９３０年董霖来北平后，他在党

务建设方面的工作得以真正展开：主要从事宣传和

组训工作，“党部的日常工作，除组、训、宣传及例行

公事外，尚须参加无尽的会议，指导下级党部及民众

团体的活动。联络新闻及教育界人士，经常与政治

及军事当局洽商有关事宜”［６］。

党务实际工作经验使董霖能对国民党组织缺陷

进行有的放矢的批评和反省。其批评主要集中在对

党内组织机构的缺点方面。当他在北平市党部任职

时，即发觉党员之间互相倾轧拆台。董霖晚岁曾断

言全国各级党部大都酝酿着内部的矛盾，而其原因

除了个人对于权力的欲望外：“据我个人体验，许多

地方党部不能发挥充分作用，委员制实为主要原因

之一。”［６］根据方宝皀的研究：“民国采用委员式政

制，当从 １９１８年孙中山南下组织护法军政府开

始……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广州大元帅组织。国民

政府采用委员政府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十

六人为委员……自中央而省而市，均采用委员

制。”［１２］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也采取这种委员制作

为各级党部领导机关的组织形式，名义上是发挥其

集思广益的效能，实际为多头政治妥协的产物。董

霖批评在委员制度下，“各委员权责平衡，相互牵

制，结果彼此冲突，工作效率减低”。但是，在中央

这个层级，委员制的流弊还不是很明显，原因在于：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表面上虽为委员制，但实际

权力集中于少数领袖，尤以蒋、汪、胡的意见最被重

视，因而尚无众论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当时省

政府虽为委员制，但权力集中于主席，不至发生与党

部同一流弊。”因为“省市政府惟主席及市长之命是

从”。“最大的弊病在地方党部，各委员处于平等地

位，权责不易分清，彼此嫉妒牵制，分工而不能合作，

遇事摩擦，成效欠著。”［６］

上述中央和地方角逐，中央内部巨头分裂以及

地方党部由于制度不合理造成互相倾轧的现实，给

初入政坛的董霖留下了十分负面的印象。这种治理

失序的状况也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中国知识界推

崇独裁舆论的实际政治背景［１３１５］。钱端升即认为当

时的世界“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

绝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

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

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

更盛行”［１６］。出于对国民党领导涣散的失望，董霖

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乃至前

苏联的集权政治极其关注。董霖对“九一八事变”

后社会上“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呼吁并不认可，

与上述钱端升的看法相同，他认为应当强化中央政

府的实际权力，因而对法西斯主义有所辩护。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早期的《现代月刊》上，董霖夫妇首篇

合作的文章即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介绍和评论。①

这种对强力政治的关注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董霖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董霖

出版的相关书籍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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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佩萱，魏谷合译《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载《现代月刊》第１卷第６期，
魏谷为董霖笔名。



从表３不难看出，除了他的妻子在燕京大学的

毕业论文《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合作》以及早期具

有宣传性质的《什么是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

华民族》外，其余都是有关德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的

著译。而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董霖夫妇①编辑的另外

一份杂志《求实月刊》上的文章②统计可以更加清晰

地看到这种倾向（表４）。

从表４文章统计来看，涉及德国的文章内容除

了纯属时事的述评部分外，其他主要是介绍法西斯

和希特勒以及当时世界独裁政治的进展状况。关于

日本的文章主要是时事述评，这可视为是中日关系

紧张的自然反映。此外，有关前苏联的文章数量之

多甚至超过德国，且多正面介绍前苏联。而关于美

国的文章极少，尤其未涉及美国的民主制度，显得尤

有意味。不仅如此，由于１９３１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影响，涉及美国的文章反而注意到美国经济复苏过

程中罗斯福总统采取的“法西斯”方法，③如果结合

上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董霖夫妇的著译来看，不难发

现对具有集权意味政治治理方式的关注是董霖此时

期的重要思想取向。

董霖对德国、意大利乃至前苏联持有某种程度

的赞赏态度，部分原因是他认为集权政治是当时的

表３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董霖相关著作目录

作者 书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董霖 《什么是三民主义》 上海光明书局 １９３０

董霖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 上海光明书局 １９３０

董霖、佩萱
《墨索里尼传》（也作

《墨索里尼自传》）
上海光明书局 １９３２

佩萱、董霖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也作《什么是

法斯蒂》）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１９３２

佩萱
《中国农村经济与农

业合作》
中国西北书局 １９３３

佩萱、董霖
〈法西斯主义与新》

意大利
上海黎明书局 １９３４

董霖、佩萱 《世界革命与苏联》 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董霖、佩萱 《苏俄妇女》 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注：本表根据《求实月刊》以及董霖《六十载从政教学》制作

表４ 《求实月刊》董霖主要文章分类统计

类别 国际问题 国内问题

内容范围 德 国 日本 苏联 美国 社科知识 其他 经济 政治

数量／篇 ６ １４ ８ ４ ６ １０ １ ８

　注：本表根据《求实月刊》制作。《求实月刊》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３３

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９３５年６月１日。

世界政治潮流。所谓“一般而言，民主政治盛行于

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大战而后，各国为应

付政治经济上之非常情势，非集权无以竟其功；是以

今日世界政治潮流之所趋，又不足以希特勒氏病

也”［１７］。应说董霖此种判断并无偏差，魏斐德教授

也指出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非常

强大而且具有吸引力”［６］。尽管董霖也认识到希特

勒的反犹太主义是“利用人民心理以转移他们对于

国内政治失望的政策”。他的妻子佩萱认为日益扩

展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缺点重重，难以赞同，但是又从

消极方面说：“也有一些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必须想

到法西斯运动所反抗的政治和经济的停滞情形是实

在的。”［１８］董霖甚至对前苏联的内政（经济方面）和

外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封锁）不无同

情之处。他认为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际地位

根本转变，“主要地就在于苏俄自身经济建设之胜

利，已使苏俄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得着了

非常迅速的发展，于是全世界列强都不能不重视苏

俄的实力。”这种分析多少像是对此时中国在军事、

经济、政治上衰弱的一种投射反应［９］。

但是，董霖对集权政治的某种赞赏态度显然是

从工具与手段角度出发，而非价值角度的认可。实

际上，董霖夫妇对宪政观念以及近代的人权思想持

赞赏态度。其夫人在《民族主义与国联之三大失

败》一文中强调：“许多年来，所有西方文化中之民

族，经过无数的战争与革命，以求得到人民的较大的

物质及精神的保障，较大的政治平等，较大的个人自

由。”“这是在人类历史中，经过最大的挣扎而来的

理想，而我们二十世纪的子孙，因为愚蠢与怯弱，有

时因为疯狂的幻想之盲目的热诚，有时因为怯弱的

屈服，而将它否认了，拒绝了，放弃了”［９］。董霖在

１９岁即加入中国国民党，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面对

当时社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责难，董霖的看法是

“国民党统治中国，并不是一个永久的局面；换句话

说，一党专政，并不是国民党建国的目的，而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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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守贸，等：后革命时代革命党人的政治心境：董霖个案

①

②

③

佩萱，名蒲耀琼，辛亥革命后四川都督蒲殿俊之女，燕京大学肄业，与

董霖１９３２年结婚。由于两人经常合译著述文章，共同编辑杂志，其后亦同赴
美留学，在思想上实为互相启发，故蒲氏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看作董霖之

所思所想，为研究董氏不可缺少之资料。

董霖及其夫人文章统计以实际可以判断为准，笔名不确定者不列入。

此外，期刊后附编者评论可视为董霖思想的反映，亦纳入统计；由于内容相关，

同一篇文章可能被归纳到多个类别中。

佩萱《法西斯蒂经济政策及美国工业复兴》，载《求实月刊》第１卷第
３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事实上，关于美国的４篇文章全部和美国经济有
关，可见董霖关注美国的焦点在其强力复苏经济措施，而不在其民主制度。



手段；就是要用党治的手段，去达到民治的目的。孙

中山先生定建国大纲的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３个

时期，就是这个意思。再就这３个时期的本身来说，

军政，训政两时期是手段，宪政时期才是目的”［１９］。

对于外界批评国民党独裁，他认为这是国民党鉴于

国外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而采取革

命方略，“先以武力扫荡障碍，继施训政，教导人民

行使四权，终则颁布宪法，实现全民政治。换言之，

中国民主政治实施之程序，必须经过军政及训政阶

段，训政正所以为宪政之准备。外人间有不明此义，

误认方法为目的，贸然批评中国非民主国家，此盖由

于认识不足，观察未周，爰于此不惮反复说明，以见

现阶段中国政治之实质，亦可从而预测其战后之动

向也”［２０］。最近亦有论者强调，作为国民党总裁的

蒋介石虽然钟情于德国政治的技术性方面，但是并

无对德国纳粹价值的认可［２１］。

董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和一般党务人员纯出

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应有不同，而自有其学理上的逻

辑。他之所以能够将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一并接

受，而不觉有何不妥，是基于对独裁政治和专制政治

的不同判断。他认为“独裁政治（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是一

种非合常规的、权宜的、过渡的政治手腕。专制政治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则正是与这个相反的，它是存在于终极

的、决定的、永续的意义之下。并且独裁政治与立宪

政治可以并存，而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则完全立于

反对的地位。独裁政治以非法的手段为基础，不受

任何法律形式的约束，先由革命入手，起始着重破

坏；它是被认为一种持久的革命，其目的在造出法律

与秩序，这就是独裁政治的特点”。显然，作者是把

独裁政治作为一种达成社会秩序的手段来看待：

“虽然独裁政治所引起世界大战的机会较之其它政

治所引起者更多，但独裁政治风行一世，不因此而稍

减它的流行性，因独裁政治，是一个要达到革命的目

的之过渡的办法，是救国家于危亡的简捷手段，所以

在任何国家，独裁政治的过渡时代都不可免的。”作

者对法西斯也不无警惕，认为“法西斯独裁，是反民

意的强制性的资产阶级的独裁，它是反对议会政治

的、法西斯主义之出现，是表现资产阶级独裁的一种

新过程。它是自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推进下来得立

宪资产阶级独裁，它是一种更发展更尖锐的资产阶

级独裁。”［２２］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坚称自己才是真正

的革命者，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代表全体民国国民

的利益，董霖这里显然是从负面的角度使用“资产

阶级”一词。

三、结　语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国民党通过北伐

战争完成了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理论上它

的党员也应该相应地随之完成从革命家到建设者的

转变，以便从事后革命时代更为艰巨的国家建设。

但是，随着大量所谓“南下的外来户”的北方政客

“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要职”时，即使是黄埔系出

身的蒋系“天子门生”也有了革命胜利后的失落

感［２３］，遑论董霖这样没有黄埔背景的 ＣＣ系年轻党

员。个人出路的压力和政治理想的失落引发了持续

的焦虑。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的党务政治实践过

程中，出于对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地方割据、中央分

裂以及党务废弛等诸多弊端的需要，董霖在一定程

度上对集权政治乃至法西斯式政治体制持赞赏姿

态。尽管董霖不认为欧洲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体

制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是认可孙中山三

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实施步骤和制度安排。但是当

他判断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不能归咎于主义，实际

因人谋不臧”［２４］时，他对于法西斯体制潜在的对国

民党党员的改造作用颇有期待。和那个时代参与独

裁与民主争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至少在思想

上，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对独裁集权体制的认可是

基于建立一个高效统一政府的追求，而非出于对满

足一己之私的寡头政治的赞赏，更不是放弃民主对

宪政价值的基本诉求。尽管董霖“常常自谦称为一

个革命的失败者”（齐诺维斯（ＭａｔｈｉｌｄｅＧｅｎｏｖｅｓｅ）、

凯卜仑《董霖教授对于世事的批判》）。就董霖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的思想和实践而言，他的所言所思、他

的时局分析具有典型革命家的特点———强调斗争，

呼吁党派理想和个人道德热情。这些与其在从事实

际政治建设乃至地方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

的精神———实干而不空谈党义，依据实际情况采取

面对现实的姿态———并存不悖，这种革命家与建设

者气质并存的现象，与其说是董霖个人的性格所致，

毋宁说是作为长期作为革命性政党的国民党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政治转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自身定

位多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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